
“群学”的归属：“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 

 

近年来，景天魁明确地提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完全源自本土思想、后来被

严复等人称为“群学”的社会学系统，并将这一社会学系统称为“中国本土社会

学”。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等著述中，他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

本特征等方面对这一“中国本土社会学”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它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方面都与西方社会学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可

以预期，在未来参与塑造世界新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必将凸显出独特的学

术优势。毋庸置疑，景天魁对中国古代“群学”思想系统所作的归纳，对于我们

理解中国古代学者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或学说显然具有很高的启发性

和参考价值。但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学

者提出的这一套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或学说，到底应该称为“中国（本

土）社会学”呢，还是应该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

的上述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只能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而

不能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而景天魁等人则明确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

上述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不能只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只

放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的课程里面加以叙述，而应该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

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已经明确肯定“群学”是一种历史性

的存在。第二，不能单纯以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来界定“学”的含义。“学科标

准”是相对的，不具有唯一性，只要是关于社会的学说都可以称为“社会学”。

第三，只有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关键乃在于对“社会学”一词中“学”字含义的不

同解读上。对于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只

能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许多人来说，“社会学”一词中的“学”字指的

是现代西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学说，其核心特征是以所谓确定无疑的客观经验事

实来对知识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凡不符合该核心特征的知识就不属于现代“科

学”。而景天魁指出，不能将“社会学”一词中“学”字含义仅仅限定在西方实

证科学的意涵上，而应该泛指一切“学术””学问”。笔者认为，对于这两种不

同的“社会学”概念，我们可能没有一种公认的办法或理由来断定它们之间的是

非对错。我们既没有什么公认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形式（而非现代西

方实证科学形式）的有关“社会”的思想、学说都称为“社会学”，也没有什么

公认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只把“社会学”一词限定用于那些现代西方实

证科学形式的有关“社会”的知识上。这两种“社会学”概念不仅各有自己存在

的理由，而且也各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种“社会学”概念将“社会学”的

“学”界定为一种与神学和形而上学知识不同的知识体系（实证科学），有利于

我们意识到作为现代实证科学的社会学与以往神学、形而上学体系中关于社会的

那些知识之间的区别，从而自觉地去追求这种被认为具有高度客观性的实证科学

知识。如果我们将“学”笼统地、泛泛地界定为“学术””学问”，就难以发现

这些区别。第二种“社会学”概念则让我们把眼界扩展到更为长远的时间段和更

为宽阔的思想领域中去，把神学、形而上学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知识系统中有关

“社会”的内容囊括到“社会学”中来，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打量不同地区、

不同文明世界里形成的“社会学”知识之间的同和异。例如，以这种“社会学”

概念为基础，我们不仅可以将“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延伸到荀子的“群学”和其



他古代思想家那里（而非只从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开始算起），而且同样也可

以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从孔德向前延伸到更为古老的年代，例如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样，无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将拥

有一部比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学史”更为漫长也更为完整的历史。通过对它们

各自完整、漫长历史的考察，可能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看到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

色，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形成它们之间的会通。 

  不过，笔者以为，除了上述两种含义的“社会学”概念之外，其实至少

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含义的“社会学”概念，即将“社会学”的“学”字既不解读

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学问”，也不将其仅仅解读为现代西方实证科学形

式上的“科学”，而是将其解读为任何一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

或“学问”。正如景天魁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西方学界，对“科学”一词含义的

理解也是有分歧的。虽然实证主义者将科学等同于“实证科学”，但狄尔泰等人

却明确地提出了“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

“辩证科学”的概念。“人文科学””辩证科学”不同于甚至反对“实证科学”，

但它们并没有重返神学或形而上学，而是要在“实证科学”之外探寻一条更好地

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思维模式。这就启发我们，除了

西方人提出的这三种“科学”思维模式之外，以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资源为基础，

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或多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科学”模式？我想这或许是

我们在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学”的道路上可以去尝试探索的另一个方向。 


